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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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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以至固化是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
的根源，主要在 4 个方面:俄国的治国传统、苏共的组织伦理、干部的身份设定和监督的空泛虚化。正是这 4
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就了苏联历史上独特的官僚特权阶层，为苏联党国覆灭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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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ot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vileged Bureaucrat
Class in the Soviet Union

XUE Xiaorong
( Teaching － research Department of Military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Nanjing Politics College in Shanghai，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A vital factor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solidifying in the privileged bu-
reaucrat class． The roots of solidifying mainly showed in four aspects: the traditions of governance in
Russia，the organizational ethic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the setting of the cadres’identities，
and the vague and general supervision． All these factors made a special privileged bureaucrat cla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which also sowed the roots of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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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挫折。如何认识和理
解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短短七年时间里，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就在广大民众冷漠目光的注视下轰然坍

塌，一直是政界学界共同关注的“历史之谜”。苏联的干部制度及其畸变而成的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形
成，无疑可以成为我们深度解释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悲剧的一把钥匙。只有深刻剖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
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准确把握苏联干部制度畸形发展的内在因素。本文拟从俄国的治国传统、苏
共的组织伦理、干部的身份设定和监督的空泛虚化等 4 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一、从俄国的治国传统来看，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
精英主义统治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厚历史根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P121) 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
在取得政权以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必然会受到俄国治国传统在制度、文化、心理、实践等各方面



的深刻影响。而最为深刻的就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基本制度，沙皇专制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

权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的实践中，沙皇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沙皇专制制度作为建基于俄
国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义统治，实质上既包含沙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又包含了统治阶级中贵族

阶层的统治权力。可以说，沙皇专制制度是由作为国家首脑的沙皇和作为权力支柱的贵族共同构建起
来的统治制度。由此就逐渐形成了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精英主义统治的治国理
政传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根本参加不了国家
的机构和国家的管理。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个人颁布，一切官吏都
由他一个人委派。可是，对于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连了解都做不到。对于国内所发生
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
他多么愿意，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
是一种说法罢了! ———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
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 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 他从小
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 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 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

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2］( P115)

十月革命以后，取得国家统治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打碎旧的国家统治机器的同时，在绝大多数

人口都是文盲、缺乏管理经验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弃人民直接实现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理想，实行以
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布尔什维克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委托统治。这就在事实上初步形成了对国家事
务管理在两个层面上的权力落差:

第一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产生形成。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
家事务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性，那么，由谁来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呢?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

从实践上来讲，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唯一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广大劳动群众中一部分
具有先进思想、高度觉悟的人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它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全体劳动群众的根本利
益而奋斗而牺牲的革命先行者，肩负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阶级使命。从这一意
义上讲，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代表来行使国家统治权力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
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劳动群众的整体利益往

往就会成为空泛的政治宣言。随着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共产党在事实上实现了
对国家权力的全面垄断。但是，由于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落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成为超越人民群众
的特殊存在，具有了自己的利益! “从 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出现了一种党崇拜。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
中央全会上，以及每一个盛大场合，一定都要千方百计地强调‘列宁主义的党’———苏联共产党———的作
用。国家是在它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是‘智慧、荣誉和良好’的化身。”［3］( P166)

第二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形成。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作为人民的政
治代表开始对国家实施全面统治。党成为国家权力分配的最终决定者。通过以任命制为特征的自上而
下的权力授予制度，产生、形成了政党内部领袖、干部( 高中级党员) 和群众( 普通党员) 之间的巨大权力
落差。在这一权力授予机制中，下级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个人的权力必须服从于组织的要求。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部委实现了对权力的各自分割。“列宁的政党旨
在成为一个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它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邦联制或地方自治或其他组成单位的自治。它
必须是一个准军事的组织，普通成员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各种规则，各级领导人也必须受制于自上而

下形成的等级权力链。政策在政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就必
须得到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4］( P503) 当权力成为组织的垄断性资源以后，在苏联开始形成并确立起了
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各级党组织的总书记则在其中占据着关键位
置”，［4］( P549)“各级权力机关的组织就犹如一座金字塔，层层对上负责。下级机关同上级机关的关系只
是一种服从关系; 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标签，实际上从来没
有有效地实行过。在这座权力金字塔上，处于最上层的部分自然地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人们已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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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结构、这种政治生活气氛，尽管不是出于自愿的。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依赖于这种
惯性向前发展”。［5］( P325)

上述两个权力落差，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秉承的精英政治逻辑，即苏联共产党

高于劳动群众、干部高于普通党员、领袖成为权力的最高象征。在这一统治逻辑之下，官僚特权阶层的
出现不仅是俄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成为苏联共产党巩固执政权力的必然要求。

二、从苏共的组织结构来看，强调集中、服从、统一、秘密的组织要求，使党
内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服从，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层政
党文化因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6］( P415) 在近现代政党发展
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类型的政党组织。其中，以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资
产阶级政党最具代表性，成为两大主要政党类型的集中代表。除了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别外，布尔什维
克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上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标榜“民主”、“自
由”，因此其政党结构一般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组织成员的弱约束性等特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在
组织结构上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纪律性、严密性、集中性与职业化。列宁指出: “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
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

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
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
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7］( P4)

应该说，列宁所主张建设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既是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更为深

刻地反映了机械工业时代对政治组织的内在要求。如果暂时不考虑革命斗争需要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
这一点，那么，列宁之所以创立组织严密、号令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就在于:
政党的组织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技术水平的需要，即以报纸等印刷媒体为代表的通讯

技术可以满足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要求。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
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

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
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
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
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8］( P85) 早在 1899 年时，列宁就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由于地域的
阻隔而导致的组织涣散，在政治斗争中无法快速动员和凝聚党内外力量的致命问题。为此，列宁主张通
过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来克服这一组织弱点，并以机关报为中心，改造党的组织。“必须把创
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
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9］( P168)

可以说，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建设构想和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最终成为

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本原则。不过，报纸以及随后出现的电台等通讯技术在传播信息、组织动员方面确实
具有极其强大的政治能量。但是，由于报纸、电台等通讯技术固有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特点，
反映在政党的组织建设结构上就是十分强调党的中央机关( 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 的领导作用，而对基
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则被牢牢地约束在党的组织纪律之中，从而使政党的组织结构明显
地表现为一种金字塔型的等级体系。而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跃而为俄国唯一执政党的政治
发展实践也进一步扩散了这种组织结构特征。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上层的结构性问题，列宁早在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指出，党的上层领导“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
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10］( P130) 为此，列宁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是，如何处
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列宁有过原则性的意见，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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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作为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组织构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
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将列宁的政党建设原则称为“无情的集中主义”。在她
看来，“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 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
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

和决定事情; 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
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1］( P504) 由此导致工
人阶级成为被监管的、完全被动的、缺少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在最高领导层小圈子
里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被以 1500 万党员的名义神圣化了，而实际上做决定与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没有以应有的方式通知他们。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宣传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套话:‘党揭
露了斯大林’、‘党开始了改革’。‘党’这个词成了意识形态专家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掩蔽手段。而在现
实中，普通党员在做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级党组织中也在逐渐下降。各级领导者之间存
在着错综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具有一种‘不倒翁’的特点。一旦由于工作不力而从一个
领导职位上撤下来，就转移到另一个职位上去。党的机关干部阶层就这样形成了。”［3］( P167) 应该承认，卢
森堡的批评虽然是从西欧政治环境来思考俄国特殊的革命斗争问题，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她所
预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化趋向却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随着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的强硬统治，苏联的政治实践加剧了政党组织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矛盾，

最终导致全体党员对党的上层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党的命运系于党的领导集团的一念之间。苏联亡党
亡国的剧痛教训暴露了这种政党体制的最大弱点，即“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
最致命的弱点: 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12］( P159)

三、从干部的身份设定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内在地规定
了干部必须具有优于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这是产生、
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心理原因。

干部作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对苏联公民( 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的一
种政治认定，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显著的权力导向功能，即只有干部才能最大限度地分
享国家统治权力。斯大林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
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
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13］( P84) 可以说，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时期还是其后的苏联共产
党的执政时期，党的干部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符号象征。
对苏联共产党来说，党的干部具有崇高神圣的政治道德色彩。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

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

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言行均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
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干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间骨干力量，是连接党的领袖与党
员群众的桥梁，是政党组织宣传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是政党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的具体载体。“列宁
的政党在原则上是一支经过仔细挑选并具有严格纪律的精英队伍，所以它绝不旨在成为一个靠说服和

争取选票来扩大自身影响的群众组织。它自称在道德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 它之所以在知识上具有
优越性，乃是因为它拥有精通政党这门独特科学之各种理论的专家; 而它之所以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

则是因为它的成员无私地献身于实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命运，而这种命运也是社会和民族的命运。
它的理想是一种彻底奉献的理想，首先是彻底奉献给革命，然后是彻底奉献给革命所通向的新社会的建

设工作。”［4］( P502 － 503) 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特征，要求干部必须成为群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但是，随着苏共的长期执政和党的干部制度的僵化，党和国家的干部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群体，干

部也成为苏联社会特权享受的代名词。正如李普曼所言:“象征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和神奇的力量，词
语本身就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想到象征，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它们，宛如它们有着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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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而且，那些曾经令人神魂颠倒的象征，从没有完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14］( P163) 苏联社会普遍的
崇官尚权心理由此形成，这就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奠定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具体来说，干部在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身份象征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的:

一是组织体系的制度要求。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是一个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的革
命家组织。其“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 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
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
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

的”。［8］( P134) 因此，作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前进真理的革命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
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8］( P79) 另一方面，经常性的教育活动，
可以起到组织团结的目的。“我们对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义愈是重视，我们同宗
派主义、小组习气和计较地位离得愈远，我们就愈是应当努力使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能够心平气和地进
行实质性的讨论，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打乱我们的活动，不至于阻碍我们的中

央机关正常地履行职责。”［6］( P116) 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政党组织的成功革命经验就成为
重要的路径依赖。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党的干部就成为巩固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斯大林
所说:“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
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
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
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13］( P693 － 694)

二是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先进组织所担负的建立共产主义
的历史使命，还是苏联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党领导群众的成功经验，都在相当意义上内在地规定

了党与群众这一主客体的依附关系，在更深层面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即作为苏共
政治象征的干部这一主体是以相对于劳动群众这一客体的真理掌握者而存在的。在上下等级关系中，
干部作为党领导群众的主体肩负着教育、引导群众客体的命定使命，群众作为党的领导的客体被赋予了
接收教育改造的身份标定。这一组织要求在列宁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以来就一直成为无产阶级政
党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列宁认为，工人并不能自发地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只能自发地成为工联主义
者; 社会主义只有依靠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他们。“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
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
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

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
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8］( P29) 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
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
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8］( P76) 对此，乔治·萨拜因这样评价，列宁“习惯
于认为革命乃是必须‘从外部’向群众灌输的某种东西，而且也乐于相信除非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否
则人民大众就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头脑的群氓”。［4］( P499 － 500)

可以说，正是苏联共产党在政党建设上所秉承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承担，赋予了党的主要力量———干
部———领导群众的特殊意义。应该说，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执政时期都是必要的。没有党的干部的自
我牺牲和身体力行，是无法唤起劳动群众对革命的向往和支持。但是，在苏共执政以后，畸形发展的干
部任用制度使得苏联共产党开始脱离劳动群众，干部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小圈子”。罔顾民
意，甘居高位而视人民如牛马，最终为人民所抛弃。正如列宁所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
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
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15］(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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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监督的空泛虚化来看，苏联共产党在干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在
没有有效监督的自我封闭状态环境中，干部的升迁走留完全取决于上级的认
可，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设计原因。

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原因。应该说，列宁对官僚
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是早有认识的。早在 1904 年时，列宁就对官僚主义作出了强烈批判，并表示官
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是有害的。他说:“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
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
且是对党有害的。”［6］( P363)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已经意识到，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知识文化水
平的落后以及党的干部管理国家能力的不足，都使官僚主义的产生具备了现实条件。他指出:“由于农
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 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
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 就象十月革
命时那样) ，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
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16］( P32) 在苏维埃机关复活的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有
害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16］( P32)

应该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也曾经试图通过人民选举、设立工农检察院等方式来克服
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但是，俄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在封建落后的俄国实行人民直接选举只
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政治的妥协，采取干部委任制的方式以应对国内国外的严峻
形势。其后，经过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巩固起来。期间虽然
经历了赫鲁晓夫干部轮换制的改革，但是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所否定。苏联干部制度开始表现出领导
干部老龄化和职务终身制的两大弊端。而这两大弊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僚特权的制度化，严重阻
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当经济改革陷入停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以打
破苏共特权为名义，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制度作为改革对象。据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
·F·马特洛克回忆，当他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
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无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
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
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
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17］( P138)

苏联干部制度虽然几经反复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苏共垄断权力的固有弊端，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明是

一种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立场问题。正如罗伯特·米
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所发出的警告那样: 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不
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问题、民主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者仍将革命与社会变迁之
间的关系简单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最终导致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由那些狡诈的善弄权术的领

袖们主导下的专政……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带来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它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非社
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果实从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凋零。［18］(英文版序言P6)

也就是说，苏联干部制度的畸形发展以及由此产生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并最终导致人民抛弃苏共统

治的事实表明: 一个以特权为享受的政党是不可能永远站在历史舞台之上、一个封闭隔绝的社会是不可
能维持长久存在的。当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人民与外部世界的大门之后，苏联人民有了获取更多地
非官方提供的信息渠道时，用意识形态伪装起来的苏共干部“大公无私”、“牺牲奉献”的身份神话将不
可避免地遭到民众的嘲讽和鄙弃。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 “苏联一直追随着列宁以控制纸张供应
作为革命后的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及通讯传播机器一直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东西，
要使用影印机就要得到安全许可: 俄罗斯文的文件要两个政府部门签名，非俄罗斯文的文件则要三个部

门签名。长途电话线及电传打字机在每个单位内部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个人电脑’这个想法本身
在客观上就会对苏维埃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在内，造成颠覆。信息技术的流通，包括机器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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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很难在一个信息控制对国家的合法性、人民的控制极为关键的社会中发生。传播信息技术愈是
让外在世界能进入苏联公民的想像表达( 再现) 的世界中，在客观上这类技术让公民能接触到，就愈会
有破坏性。因为大体上，由于缺乏信息以及替代的世界观，苏联人民已经由臣服的恐怖态度转为被动的
千篇一律，因此苏联国家体制本身就不定信息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 而缺乏扩散，信息技术就无法

发展出超越国家所订定的特定功能性任务。因此使得因使用而带来的创新以及网络化互动的过程无法
展开，而这点正是信息技术范式的特色。”［19］( P29 － 30) 苏联的惨痛教训表明了高度僵化集权的国家在信息

主义面前的失败。“1917 年俄国革命及其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 20 世纪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
态现象。共产主义与苏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此巨大的
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成为全无预料的历史变动中的最离奇例子。我认为此过
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力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19］( 前言P2)

也许，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 ! 真是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15］(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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